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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英译中国典籍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形象的
异域变迁
朱振武  袁俊卿 上海师范大学

摘要：作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区分“优劣”的固化观念，“文明等级论”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以及各学科的发

展渗透到世界各地。在这一背景下，早期的传教士和后来的几代汉学家所做的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在对中国文化传播做出重

要贡献的同时，又有着怎样有别于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其译介行为对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造成了哪些影响，都需要仔细甄

别与辨析。在新时期语境下，深度探究处在集体无意识之中的西人英译，考察其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目的动机、文本选择、

翻译策略、文化误读及其背后的心理流变等问题，考察其问题的成因以及这些问题造成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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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明坚（Michiel Ruggier，1543-1607）

于 16 世纪末出版的《大学》拉丁文译本算

起，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献的翻译与研究迄

今已逾 400 年。其间，尤其是 18 世纪中后期

以来，西方世界中主流的中国形象经历了由

以前的肯定性形象到后来的否定性形象和再

后来的在肯定与否定形象之间徘徊的嬗变过

程。这一变迁当然有着深刻的全球背景。西

方世界构建出的以“理性为原则，以自由社

会、历史进步为维度”（邓联健，2015：24）

的现代性观念伴随着殖民侵略与扩张逐渐在

全球形成了一种具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文明

等级论”①，即欧美国家是开化的、文明的

而其他国家则是半开化或未开化的、野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被殖民的国家或地区在被殖

民者塑造为停滞、落后、愚昧的“他者”的

同时，也“自我东方化了”：

非西方国家或地区认同东西方二元对立

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秩序，认同为此

世界观念秩序奠基的进步 / 停滞、自由 / 专

制、文明 / 野蛮的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与西方

现代进步、自由、文明的优越性，认同现代

西方文化霸权下自身低劣的他者地位。（姜智

芹，2010：7）

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的形成与西方世

界对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长达 400 余年

的译介密不可分。而在国际权力关系格局发

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西方国家眼中的中国形

象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发生了多次转变，这与

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以及在世界上的影

响力日益增大和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变革及

其对“他者”的不同需求息息相关。这些变

化在深刻影响西人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和作品

的同时，也通过中国文化的西人译介得到清

晰的展现。所以，深度挖掘译介评述内含的

时代心理，揭示翻译目的隐含的思维方式，

展示文本选择表露的社会变迁，揭橥翻译策

略彰显的认同转向，匡正文化误读塑造的预

设偏见，找出其问题所在并考察这些问题所

造成的后果就显得犹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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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小觑的副文本：迻译行为昭示的时代

心理

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从起初的肯定性形

象演变到后来的否定性形象，再到后来肯定

和否定形象交替出现，除了政治、经济和军

事等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不同时期的汉学家的选择性迻译和导向性评

述。从 13 世纪中叶到 18世纪中叶前后，西

方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肯定性的形象。

马 可·波 罗（Marco Polo，1254-1324）、 利

玛 窦（Matteo Ricci，1552-1610）、 伏 尔 泰

（Voltaire，1694-1778）等人眼中的中国繁

荣富庶，文明智慧，理性道德。《马可·波罗

游记》与《鄂多立克东游录》皆以溢美之词

记述了中国财富浩繁，城市巨大，交通便利，

宫殿华丽；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Mendoza，

1545-1618）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对中国

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社会秩序、司法制

度和社会福利等文化制度方面倾注了较多

的热情。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与《风俗

论》等著作中辟专章颂扬了中国的皇帝、法

律以及儒家思想。这段时期，西方对中国的

认知主要源于探险家的游记、传教士的见闻

和文人的想象性描述。虽然此时的英语世界

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并未真正开始，但从以上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描绘中可以了解到他们对

中国的崇敬心态。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其

实无关中国的真实，中国只是作为一个遥远

的“乌托邦”来映照西方世界自身。这一时

期对中国形象肯定性的书写主要是表达“关

于财富与君权的想象，渗透着萌芽中的现代

世俗社会精神，其中包括对王权统一、商业

财富、感性奢侈的生活风格的向往”（周宁，

2008：72）。这种向往透露出对中国的仰慕

心态，并且，对这种生活风格的向往正是那

个社会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心理。正如

普列汉诺夫（Plekhanov，1856-1918）所言，

某个时代的思想体系是该时代社会心理的外

在体现，而这种社会心理一部分直接由当时

的经济状况所决定，一部分由建立在该经济

基础上的全部社会制度所决定（普列汉诺夫， 

1962：195）。

然而，这种肯定性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

移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与心态随之改变。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

（Colin Mackerras，1939- ）在《中国在西方

的 形 象 》（Western Images of China，2000）

一书中指出，乔治·安森于 1750 年左右出

版《环球旅行记》与耶稣会之解散是 18 世

纪前期西方肯定性的中国形象向 18 世纪中

后期否定性的中国形象转变的关键性事件

（Mackerras，1999：39）。1793 年，法国哲学

家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也认为，

中华民族是“停滞、平庸、屈辱、充满偏

见”的民族，认为中国人“欺诈、贫困、堕

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解本亮，2004：

9）。此后，愚昧无知、冥顽不化、贫穷落后

和停滞不前等有关中国人的负面描述逐渐成

为西方人的主流认知。这种丑化的形象是西

方现代文化“表现恐惧与排斥，表现自我确

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周宁，2008：72）而

催动的。由此可见，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从

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然，这种认

识上的逆转也并非空穴来风。启蒙运动以后，

西方世界构建出了以“理性为原则，以自由

社会、历史进步为维度”的现代性观念，这

种观念使西方世界自认为居于世界文明秩序

的最高端，以为欧美国家是开化的、文明的

而其他国家则是半开化或未开化的、野蛮的。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西方世界的传教士与汉



57  

译介研究2021年第2期      中国翻译         

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学典籍的时候就有了特定

的心理倾向乃至特定的导向性，从其译本的

序跋、前言、注释和评论等副文本中都可以

看到这一点。

翻译作品同原创文学作品一样，副文本

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小觑的。汉学家迻译中

国文化作品时写下的大量副文本，起着介绍

作品背景、作者生平、翻译动机和阐释关

键信息等作用，确实为译本不可或缺，但

其倾向性也的确值得深究。柯大卫（David 

Collie，1791-1828）在其翻译的《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序言中这样介绍此书的缘起：起

初是为了获得一些中文知识，后来意识到如

果把这部著作进行认真修订与仔细注解、评

论，可以让学习英文的中国人认识到那些被

中国人奉为圣人的先贤们所传播的致命错误

（fatal errors）。他在介绍孔子生平传略的时候

写道：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孔子是一个无

神论者；尽管他没有给出一个关于至高神之

属性与统治的满意看法，他时常表露出对某

些至高统治者——他称之为“天”——的崇敬，

并且，他的作品也足以证明他相信“许多的

神与许多的领主”，然而，一般认为目前他的

那些大部分虚假的追随者陷入了绝对的无神

论之中。（Collie，1828：Xii）

柯大卫并不认同孔子是一位无神论者的

看法，而是认为中国人如果不接受神灵的启

示而仅仅是依靠说教者的说教，那就不会得

到永恒的幸福。他的这种评述当然是以预

设的观念去解释儒家的传统经典，在当时的

情境下，他“对别种民族的体察深深根植于

他们固有的文化，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完

全可以理解且又自然的现象”（Mackerras，

1999：1）。柯大卫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四

书》的意义进行操纵“以切合目的语文学当

下盛行的风格和主题”（Venuti，1998：67）。

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

对待中华经典的态度与柯大卫如出一辙。他

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发

表题为《聊斋志异，或来自聊斋的非凡传奇》

（Liau Chai I Chi，or 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u Chai）的文章，认为《聊斋志异》

中的异教信仰束缚了中国人的心灵，他们永

远不能从这种精神枷锁中获得解放，唯有上

帝能带给他们永恒的福佑（Gutzlaff，1842：

204）。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在《广东巡抚朱桂桢文告》译文之前的介绍

性文字中认为清政府和人民“在基本原则和

道德约束力方面整体上存在缺陷”，批评中国

的读书人“基本上是一个自负而高傲的群体，

而且常常是无知的”（转引自邓联健，2015：

153）。柯大卫、郭实腊和马礼逊等人对中国

的态度实际上代表着西方人的普遍印象和心

态。这些副文本看似是译者或评论者个人所

为，但实际上在个人背后镌刻着深层的文化

语境与社会心理，即西方总是需要东方这个

“他者”映照自身。

可见，西人对中国文化典籍和作品的译

介评述是建构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

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

是按照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

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姜智芹，

2014：6）。其实，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除了

在 18 世纪中后期以前和 18 世纪中后期以后

经历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转变以外，仅在 19 世

纪到 20 世纪这个时间段内就有多次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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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如钟摆般时好时坏的形象反向映射出西人

英译中国文化作品时的心理状态。19 世纪中

后期到 20 世纪中期，西方世界塑造出了具有

歧视性意味的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

和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 Chinese）。在美

国，中国佬约翰是对华人劳工的蔑称，异教

徒中国佬是对中国移民的妖魔化。20 世纪前

半期，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和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分别创造出“傅满洲”和“陈查

理”。傅满洲瘦高，耸肩，秃脑壳，细长眼，

走路如猫一样不声不响，行踪诡秘，一双眼

睛在那副撒旦般的面孔上闪着绿光，是西方

人心目中“黄祸”的形象代表。陈查理聪明

幽默，谦卑温和，却又缺少阳刚之气，女人

气十足，是被阉割后的中国男性形象。傅满

洲和陈查理这两个人物的出现透露出西方社

会对中国复杂的情感态度。

西人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和作品中的副文

本对于展现时代心理和建构西方眼中的中国

形象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西

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并无关中国的真实，真实

与否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西方必须借助于“他者”映照其自身。当西

方繁荣发展的时候，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往

往是落后、愚昧的，当西方出现危机的时候，

他们眼中的中国则是具有理想化色彩的乌

托邦。

二、难以掩盖的“无意识”：迻译动机内隐的

思维方式

一般来说，翻译动机和目的是由译者自

己决定的，但是译者又深受时代的影响，其

翻译动机自然无法挣脱时代的桎梏，难免打

上鲜明的时代印痕。文艺复兴以降，以西方

为主体的启蒙运动是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知

识大发现。启蒙主义者形成了以进步为核心

的历史观念，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了一种单

一的标示进步与落后的时间界分。因此，在

他们眼里，新发现的、待开垦的美洲便是未

来的象征，古老悠久的亚洲则是落后的代表。

在这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等级模式

中，存在一种知识关系或者说权力关系，即

发现与被发现，认识与被认识（周宁，2004：

46）。亚洲成了他者，被征服或者被拯救就

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启蒙主义者构筑的

理想世界的图景里自然少不了上帝的荣光，

这个时期西人英译中国文化的动机就与宗教

密切相关。所以，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卫 三 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等传教士与

汉学家不远万里，甚至不顾生命之虞赶赴中

国传教，其动机和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1795 年 9 月 21 日， 来 自 英 国 国 教

会、长老会以及公理会的领导者在伦敦成

立 了 以 进 行 超 宗 派（non-denominational）

的 海 外 传 教 活 动 为 宗 旨 的 伦 敦 传 教 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主 要 目 的

是在其他地区播撒“福音”。同样是跨教

派（inter-denominational） 性 质 的 美 部 会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则 宣 称， 将 会 派 遣 对 宗

教怀有极大热情的年轻信徒赶赴那些仍未

闻基督福音的地区拯救那些陷于困境中的

人，并将达到他们的最高目标（the supreme 

purpose）——让全世界的人们沐浴在上帝的

荣光之中。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会的派

遣于 1807 年取道美国转赴广州，在当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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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帮助下学习中文，并翻译印刷了《使徒

行传》与《路加福音》以及一些传教小册子。

马礼逊与后来的米怜、麦都思等人在华的传

教活动为后继者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柯

大卫就在马礼逊前往马六甲之际跟随其学习

中文，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他潜心翻译

《四书》，于 1828 年出版了《四书》全译本，

填补了西方世界《四书》全译本的空缺。但

柯大卫的译介及其相关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

问题，即歪曲孔子学说、以“耶”附“儒”

和故意掺渗西方文化（Zhang，2016：5）。柯

大卫首先把中国的“天”比附成西方世界中

的“上帝”，认为尽管孔子没有给出一个令人

满意的关于至高神（Supreme God）的统治与

属性的看法，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假设孔子

是位无神论者（Atheist）；他说孔子时常以显

而易见的崇敬态度谈及“天”这个至高统治

者，说他的作品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相信

“许多神与许多领主”（Gods many and Lords 

many）；他认为《四书》在宗教与道德方面存

在根本性的错误，希望通过对《四书》的注

释与评论使那些在学校中学习英语的中国人

“深刻反思那些由最有名望的先贤所传播的致

命错误”（Collie，1828：1）。柯大卫所认为

的“致命错误”是，儒家的道德体系尽管有

着既丰富又准确的知识可以陶冶人的灵魂，

使其心地纯洁，品行端正，但是历史上的无

数例子证明，某些学识丰厚的人的道德水准

与其学识并不十分匹配，而如果借助神灵的

启示而不是那些说教者的说教，则可以净化

心灵，进而达到永世的幸福。

美国的传教士当然也不甘落后。在马礼

逊与美国商人大卫·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的促进与支持下，美国新教传

教士裨治文与雅裨理（David Abeel，1804-

1846）在 1829 年 10 月初踏上了前往中国的

征程，这也是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开端。

裨治文的重要贡献是在广州创办了英文杂志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他把

这项工作视为“主的事业”，希望“它所有的

篇章都充满着能增加神的荣耀和真理”（吴义

雄，2003：75）。在裨治文来华的第三年，亦

即 1833 年，美国新教传教士卫三畏也跨越大

洋，冲破艰阻，乘商船来到中国，并在 1848

年至 1851 年间担任《中国从报》的主编。卫

三畏认为，中国人介于文明与野蛮之间，而

且是欧洲文明的模仿者，中国的社会、艺术

与政府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类似事物的滑稽

表演。他写《中国总论》这部书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

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奇特的、几乎无可名状

的可笑印象，进而增强基督教教会在中国人

民中间传播福音的热情”（卫三畏，2005：2）。

卫三畏在论及中国人的孝敬与勤劳等优秀品

质时与基督教中的摩西第五戒（“在神所赐你

的地上，得以长久”）进行比附，认为“中

国人和中华帝国长期以来就是（即使是部分

地）遵从上帝律法取得良好效果的了不起标

记”（同上：717）。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对中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的描述则比较客观，承认美

国国内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返乡的商人、

海员以及旅行者极为有限的观察，认为中国

人与美国人其实是互相鄙视与嘲讽的。他对

其来华的目的也毫不掩饰：“倘若能在这块异

邦的土地上播种下关于三位一体、上帝无处

不在及救世主拯救人类等思想的种子，我们

相信，我们的传教事业就不能不算是有所收

获。”（倪维思，2011：278）

从柯大卫、畏三卫和倪维思等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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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得知，他们前往中国的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传播基督教，但从其传教动机中我们可

以窥察到其僵化且又固执的二元对立思维。

早期②来华新教传教士或汉学家必须找到一

个落后的他者，即通过矮化他者证明自身的

优越。正如黑格尔所说，“欲望和由欲望的满

足而达到的自己本身的确信是以对象的存在

为条件的，因为对自己确信是通过扬弃对方

才达到的；为了要扬弃对方，必须有对方存

在。”（黑格尔，1979：121）显然，这些传教

士为了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而有意污化中

国或者故意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

他们的表述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

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文明、半开化”（half-

civilized and half-enlightened）的国家，需要

启蒙和拯救。实际上，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

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

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

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指向西

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周

宁，2008：71）

柯大卫、卫三畏、倪维思等人对中国人

及中国文化的看法显然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性，所做的一切都是站在其自己的立场，以

其自身和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中心的。

到了 20 世纪，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

认知模式仍旧得到顽固的承继，当然，我们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西人

英译中国文化的动机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

特点。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

1947-）认为他们这代人翻译中国典籍有三

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语言因素，几百年前

西方人翻译中国典籍时使用的语言至今仍在

使用而且呈逐渐强化之势，而这些西方借助

于理解中国的语义框架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

根本误读；其次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呈现出了

新的样貌以及新出土的古代典籍复制本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三是西方现代化的语言

经过翻译融入了中国的本土语言之中，而在

大部分的典籍翻译中可以发现西方语言现

代性的框架、概念和术语（常青、安乐哲，

2016：87）。安乐哲的翻译目的显然是根据时

代的需要而形成的。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汉

学家和翻译家都有着清晰的目的。比如澳大

利亚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教授（Bonnie S.  

Mc-Dougall）就坦诚自己并没有特定的翻译

目的。她的一些翻译活动是出于对作品的喜

爱，比如对董启章作品的翻译就是如此；同

时她也考虑目标语读者，希望作品能够被更

多的读者所接受。她提倡翻译要坚持“快乐

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让读者体会到阅

读的乐趣（李翼，2017：96-97）。在兴趣的

催动下翻译文学文化作品的汉学家和翻译家

数量相当可观，比如闵福德、白睿文和葛浩

文等。但谁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这几

位汉学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字里行间已

透出其深层的文化无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学家和翻译家的中

国文化英译动机也逐渐摆脱单一的状态而向

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迻译动机背后的思维

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少汉学家意识到了西

方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作用。比如安乐哲认

为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试图用他们自己的世

界观来说服中国人，而没有考虑中西文化之

间的巨大差异，“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所使

用的语言是强调西方文化重要性的一种改写，

而没有呈现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常青、安

乐哲，2016：87）。所以他在翻译中讲求中国

式叙述，让中国的文本说自己的语言。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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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英译中国文化之动机及其背后潜隐的思维

方式可知，他们翻译中国文化的出发点始终

是站在自己民族国家的立场，后来的多样化

转变也是以自己为主并受目标语读者渴望了

解真实的中国的需求的一种催动。

三、译什么与不译什么：迻译选材揭橥的社会

嬗变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献的 400 多年译介

涉及的文献种类繁多，包括宗教、科学、文

学、农业、法律、历史、社会、地理和艺术

等领域，其中又以思想类、历史类与文学类

居多。这是有着深刻的缘由的。文本的选择

受到译者的喜好、翻译目的、译入语国家的

发展状况、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国内

外的大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所以，通过分析

某个时期内汉学家译介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

量，我们可以洞见这个时间段内汉学家甚至

是译入语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心理期待。正如

鲁迅所言，“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

特色，往往倒是选者的眼光。”（鲁迅，1956：

414）

袁同礼（1895-1965）晚年出版的《西

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 inua t ion  o f  Cord ier ’s  B ib l io theca  

Sinica，1958）收录了 1921-1957 年间以英、

法、德文出版的 18000 种有关中国的著述，

但是文学只占 28 个大类中的一类。而王尔敏

出于“见西人对中国文化之用心，与积年所

获之成就”（王尔敏，1975：1）的目的所编

就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s，

1975）可以作为考察汉学家的中国文化译介

与研究的文本选择的重要依据。这部著作所

呈现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译介与研究的时

间跨度之广，种类之繁杂，语言之多样，都

令人叹止。通过统计西方世界对中国典籍的

译介与研究的类别可以发现，思想、文学与

历史是西方汉学家最热衷于翻译与研究的领

域。如果以个别译著来论，亦可以看出西方世

界对中国典籍的热衷程度。比如，《诗经》译

本有 20 多种，《庄子》译本接近 30 种，《四

书》译本超过了 100 种，而《老子》译本竟有

140 种之多。这三大领域中，又以英译本、法

译本与德译本最为丰盛。《中国文献西译书目》

虽然没有穷尽所有译本，但足以为我们总结

400 多年来西方汉学家中国文化译介与研究的

特点与规律提供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

从以上所列举的译本以及《中国文献西

译书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

总体上思想类尤其是儒家经典著作的译介与

研究要早于中国古典文化作品的译介与研究，

尽管思想类著作与文学类著作之间的边界并

非泾渭分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世界

早期的汉学家在选择中国古代典籍的时候是

有着明确的原则与方向的，其目的就是了解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并进一步为传播基督教

打开方便之门。所以在这一明确目的指导下，

译本的选择就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儒家的

经典著作也就成了汉学家的首选。

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基督教

的目的所选译的文本大都是处于中国传统主

流位置的儒家经典，他们必须通过译介与研

究这些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

儒家文化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四书》

的英语全译本译者柯大卫秉承着去异教国家

和落后地区传播宗教的宗旨，不畏险阻，千

里迢迢，致力于拯救那些迷途的“羔羊”。正

如他在《四书》序言以及评注中所表明的那

样，儒家思想存在致命的缺陷，唯有信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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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才能得到赦免与超越。以此观之，柯大

卫译介与研究《四书》的动机决定了其在译

注时“会用基督教文化阐释儒家文化，并在

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原语文本进行文化操

纵”（郭磊，2016：34）。鸦片战争时期来华

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娄礼华（Walter Macon 

Lowrie，1819-1847）与柯大卫如出一辙，认

为对孔子的崇拜毫无疑问是盲目的，他是作

为人而不是作为神被崇拜的，偶像崇拜与迷

信的结合在贬损人的心灵方面已经产生了糟

糕的影响。他还说，尽管没那么令人反感，

但是祖先崇拜确实是福音传播之路上不可逾

越的障碍（Lowrie，1850：381-383）。其言

语中透着对儒家思想的鄙视，轻慢态度的背

后透漏出其认为基督教思想优于其他任何思

想的自大傲慢心理。

上述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18 世纪中后

期以后，西方世界先后开展工业革命，资本

主义制度逐渐确立，西方现代精神也渐次形

成。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西方世界“需要

自我肯定自我巩固的意识形态性‘他者’……

中国形象从现代社会乌托邦期望转入意识形

态视野，成为西方现代意识形态所否定与排

斥的‘他者’”（周宁，2008：72）。所以在

这种心态的主导下，西方世界更倾向和习惯

于歪曲、抹黑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选择译介那

些描写中国黑暗面或者被中国政府禁止出版

的作品。而在 18 世纪中后期以前，地理大发

现以后，冒险家、传教士和文学创作者关于

东方的零星信息以及传说激发了西方世界的

好奇心与想象力，加上西方世界先后出现的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他们急需中国这样一

个想象的“乌托邦”来自我确证。曼德维尔

在其游记第一章就写到当时的英国社会矛盾

重重，国王昏聩，贵族与王后不和，黑死病

肆虐，战事正酣。所以他想象中的中国美丽

富饶、商贾云集，物产丰盈，食物可口。《曼

德维尔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

克东游录》等著作“共同构筑了中世纪晚期

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一个繁荣、富裕、先进、

文明，在各方面都优于欧洲的中国形象，打

造了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视野内一个传奇式

的‘中国神话’”（邹雅艳，2014：147）。这

一时期对中国文献的选择翻译显然受到“关

于财富与君权的想象，对王权统一、商业财

富、感性奢侈的生活风格的向往”（周宁，

2008：72）的心理催动。可见，18 世纪中后

期，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经历的两种截

然不同的转向，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到了社会语境完全不同的今天，汉学家

们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作品时与前几个

世纪的翻译家在选材方面虽有差异，但是他

们的最终旨归都是面向其目标语国家的读

者，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为自己国家的文化

发展服务的。美国汉学家白亚仁（Allan H．

Barr，1954-）坦言，当初第一次选择翻译中

国作品时，之所以看中了余华的《黄昏里的

男孩》是因为其中主要涉及的内容不外乎情

感、婚姻以及代沟等问题，涉及的是改革开

放后的中国，而不是西方读者一直热衷且已

经比较熟悉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作品。而

“在语言和形式方面，余华的写作风格恐怕比

较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余华的作品比较精

练，大多比较含蓄，这都是西方读者容易欣

赏的特点”（白亚仁，2014：1）。英国汉学家

闵福德希望做一名不被任何杂务打扰、一心

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品的“逍遥译者”，也是因

为自己的喜好而选择翻译《道德经》。葛浩文

选择文本的标准同样是自己的喜好：“中国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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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知道要出多少小说，我们只能选三五本，

要是选错了的话，就错上加错了。美国人对

中国不了解的地方已经够多了，还要加上对

文学的误解，那就更麻烦了”（季进，2009：

46）。这恰恰证明，汉学家和翻译家的翻译是

有着自己的民族立场和文化考量的，他们始

终是以自己为主，为自己所用，他们考虑的

是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和阅读口味。

其实，“翻译选择是译文之外文化操纵最

严厉的方式”（查明建，2014：231）。选择什

么样的译本是翻译需要（translation needs）

决定的。翻译需要是指“群体的、行业的、

机构或社团的、社会的、民族的、乃至政府、

国家之需”（王友贵，2015：27）。这种翻译

需要就是一个民族社会集体心理的外在投射。

从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作品的选择来看，他们

总是依据自己的标准、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

筛选，而且，他们选译的对象都是我国的经

典文本。正如白睿文所言，“对作品的选择最

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

是否喜欢。碰到好的小说，刚好自己有时间，

那我就会去接，尽量去做好”（吴赟，2014：

48）。对于闵福德来说，“最好的中国”（朱振

武，2017：55-56）是他的座右铭。在闵福德

看来，“最好的中国”包含中国优秀的文学艺

术、美丽的山川湖海和淳朴善良的人们和中

国美食等内容，他的目标是把“最好的中国”

展现给世界。由此看来，作品的经典性、目

标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译者的喜好是译介

的重要原因。可见，文化要想走出去，一定

要让优秀的作品走出去。

四、结语

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们长达 400 余年的

中国文化译介历程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

流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西人眼中

的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对中国的心态转变与

不同时代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中国文化的译介

密不可分。西方社会内部的变化需要乌托邦

化或者意识形态性的“他者”来自我超越或

自我确认，而中国文化的西人译介在很大程

度上就满足了这些诉求。同时，西人译介的

中国文化典籍参与建构了不同时期的中国

形象，影响了译入语国家的国民心态或文

化心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那就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动荡，不管时

代语境如何变迁，中国都是作为西方的“他

者”而存在。西方译介中国文化是基于其自

身需要，真正做到了“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另外，有些汉学家和翻译家在我国的

影响要比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影响大得多，其

中的原因之一是一些舆论导向出了问题，过

于膜拜西方的各类成果。作为在中国非常有

影响的汉学家，夏志清（1921-2013）对中

国文学文化的判断就有失水准。他认为中

国文学文化本身不够好，相关作品大都千

篇一律，中国从古代就不如人。③很多汉学

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确实做出了成绩，但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相当有限，有的

甚至比较单薄狭隘，并没有某些媒体宣传

得那样学识渊博，甚至学富五车。我们看

到，像夏志清和安乐哲这样产生很大影响的

汉学家也会有较多阐释明显不到位、评判明

显失准或翻译明显失当之处。荷兰汉学家高

罗 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01-1967） 

和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对中国文学文化已是

十分了解，在汉学上造诣都很深，即便如

此，我们也不时就看出他们的诸多“破绽”，

仍旧能从其对汉学的译介中发现他们西方人

固有的有色眼光与认知倾向。所以，对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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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学家和翻译家及其相关成果，我们在接

受和感恩的同时还是应持审慎态度，更不应

把西方的价值标准奉为圭臬，唯西方马首是

瞻，努力迎合西方的文化和审美趣味。同理，

作为中国译者和研究者，我们也应摒弃那种

译入时机械忠实源语文本而不顾目标语读者

的审美趣味与阅读心理、而译出时则尽量迎

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口味而不顾源语文本所

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的双重标准。要自觉

清理与反思作为政治无意识的各现代学科中

的“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增强话语建构的

自我意识。中国的文化传播、文化外译毫无

疑问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惟其如此，中

国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国故事才

能得到原味讲述，中国形象才能得到精准 

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

点项目“当代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与问题

研究”（项目编号：17AWW003）的阶段成果。

注释│

①	 “文明等级论”是一个泛学科的政治无意识，它随着从欧洲开始的资
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张逐渐渗透进世界各地人们的脑
海中，它是一个以地球的空间并同时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
构。详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

②	 “早期”主要是指 1807 年马礼逊来华至 1850 年前后《中国从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停刊之间。

③	 引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7235/2，引用日期：2018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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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westward spread of the silk road civilization, and they have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in historiography, sinology and some other subject 
areas, as the historical survey offered in this paper shows.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Ying Ya Sheng Lan; 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 spread of silk road 
civilization

How the Cultural Values Guiding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ffect China’s Imag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By ZHU Zhenwu & YUAN Junq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p.55

Abstract: The post-Renaissanc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st concept of “progress” had given 
rise to the notion of a “hierarchical order of civilizations” that justified the colonial expansion and 
underpinned disciplines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historical event. With a reference to such a development, 
how the cultural values underlying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sinologists, especially how the circulation of their translations shaped up westerners’ perception 
of China, merit special attention from translation scholars. This paper offers an in-depth study of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translations in question, trac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changing purposes 
and motives of the translators concerned and identifying their renditions’ effects on the Western public. 
The study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 promo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broad,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 translations serve our own purposes.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of a hierarchical order of civilizations; 
national image

A New Blueprint for Constructing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interpreting 

the Teaching Guide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ajors
By XIAO Weiqing, ZHAO Bi & FENG Qinghu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p.65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fresh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ly released Teaching Guide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ajor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eaching Guid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providing guidelines for constructing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Teaching Guide is distinctive from 
previous versions in three respects. First, as far as the training of competent practitioners is concerned, 
the Teaching Guide stresses the need to build strong moral character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Secondly, the idea of “language service” is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objective, whereby it is demanded that graduates from the programs concerned 
should meet the market demand and be able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ly, two core courses, namely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Writing”, are added to the curriculum, with the 
aim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technical and research literacy. 
Keywords: teaching guide;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oral character; 
language servic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literacy


